
外资进入强度与本土企业竞争力

———基于企业单位劳动成本视角的检验

张晓磊　 　 谢建国　 　 张二震

摘要: 本文使用 199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外资进入对中国

本土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显著推高了中国

制造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 这一方面是由于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带来的正向工资溢

出效应, 推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人均工资;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外资进入强度上升

通过产品市场份额挤占和劳动力市场竞争两种机制带来的负向技术挤出效应, 拉低

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人均产值。 因此, 我国急需改变引进外资模式, 避免引进外资

对本土制造业企业竞争力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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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中国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压力, 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 中国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已由 2003 年的 1. 27 万元, 迅速增长至 2017 年

的 6. 45 万元, 年均增速高达 12. 31%①。 经济学界已有文献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正

在因为劳动力工资水平快速大幅上涨而丧失竞争力 (Ceglowski
 

and
 

Golub, 2012[1]
 

;
Li

 

et
 

al. , 2012[2]
 

; Zhai
 

et
 

al. , 2016[3]
 

), 但也有部分文献强调仅凭劳动力成本的

快速上涨就断言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失的说法存在偏颇, 更合理的视角应

该是将劳动成本与劳动生产率两个因素结合起来, 使用单位劳动成本 ( Unit
 

Labor
 

Cost, ULC) 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 Ceglowski
 

and
 

Golub, 2007[4]
 

; 魏浩和郭也,
2013[5]

 

)。 单位劳动成本是指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工资与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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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越高, 就代表企业的竞争力越弱。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

数据计算得出, 2003—2017 年间,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单位劳动成本已由 0. 36
上涨至 0. 52。 所以, 不论是从人均工资还是单位劳动成本的视角, 中国制造业企

业都正在面临严峻的劳动成本上涨危机。
当然, 引致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快速上涨的原因是复杂的,

本文试图从开放经济的视角, 探讨近年来大量外资企业以外商直接投资 ( FDI)
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这一外来冲击, 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

本。 目前, 经济学界已有文献只关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或工资溢出效应, 一般认为中国引进外资有利于本土企业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生

产技术与管理经验, 利于增强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 但是, 外资进入也会通过

与中国本土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引致本土企业高质量劳动力流失, 平均工

资成本上涨, 从而影响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 实际上, 无论是关于外资进入的

技术溢出文献还是工资溢出文献, 都只关注了外资进入影响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

的一个方面, 其结论很难为利用外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直接取决于企业的人均工资和人均生产率水平, 因此, 外

资进入会通过影响东道国本土企业的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两条途径, 间接影响本

土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
(一) 外资进入与本土企业劳动成本

外资进入可能会给东道国企业带来显著的工资溢出效应: 一方面, 从要素相对

价格的视角来看, 外国资本以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入东道国会增加东道国的资本要素

供给, 从而使劳动要素相对稀缺, 抬高东道国劳动力要素的相对价格; 另一方面,
外资进入会对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需求冲击, 因此, 在劳动力供给有限时, 这

可能会大大提升东道国的劳动力工资价格 (Driffield
 

and
 

Girma, 2003) [6]
 

。
在已有文献中, 大多数以发展中东道国为研究样本的文献都发现外资进入对东

道国企业确实存在显著的正向工资溢出效应。 例如, Coniglio 等 (2015) [7]
 

使用撒

哈拉以南非洲 19 国数据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也基本证实

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工资溢出效应 (Gordon
 

and
 

Li
 

1999) [8]
 

。 结

合已有文献, 本文提出第一个理论假说。
假说 1: 外资进入具有正向工资溢出效应, 引致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劳动力

工资水平上涨。
(二) 外资进入与本土企业劳动生产率

外资进入有可能会给东道国企业带来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 东道国企业可以通

过雇佣从外资企业跳槽出来的熟练工人, 或对外资企业产品进行 “逆向工程” 研

发等方式, 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 ( Baldwin, 1969) [9]
 

。 此外,
由于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 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所带来的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也可能会促使东道国企业更有效率地使用自身已有的技术和资源 ( Wa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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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mstrom, 1992) [10]
 

或者寻找和研发新技术等。
外资进入也有可能会给东道国企业带来负向的技术挤出效应: 如果东道国企业

人力资本匮乏, 学习和吸收能力较差, 外资企业又采取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外资进入可能并不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何兴强等,
2014) [11]

 

。 此外,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 外资进入会瓜分东道国同行业企业的市场

份额, 使其生产的规模经济红利受损, 边际生产成本上涨, 如果东道国企业的边际

生产成本被推高的幅度足够大, 就可能会遭受到负向技术挤出效应 ( Aitken
 

and
 

Harrison, 1999) [12]
 

。
从相关实证研究结果来看, 以往文献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致。 基于发展中经济

体的实证研究更多倾向于认为外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甚

至可能存在负向的技术挤出效应, 如 Haddad 和 Harrison (1993) [13]
 

基于摩洛哥企

业数据, Aitken 和 Harrison (1999) 基于委内瑞拉企业数据, Kosova (2010) [14]
 

基

于捷克企业数据等均得出了类似结论; 部分基于发达经济体数据的实证研究则证实

了外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例如 Haskel 等

(2007) [15]
 

基于英国企业数据, Keller 和 Yeaple (2009) [16]
 

基于美国企业数据的研

究都得出了类似结论。 结合已有文献, 本文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说。
假说 2: 外资进入具有负向技术挤出效应, 引致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的人均产

出水平下降。
(三) 外资进入与本土企业单位劳动成本

企业单位劳动成本为企业的人均工资与人均产值之比, 其经济含义是企业对其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直接使用的劳动力要素投入支付的要素报酬, 占企业所创造的

总产值的比重 (Hall
 

and
 

Jones, 1999) [17]
 

。 显然, 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越高, 企业

的资本方在企业总收入中所能获得的资本收益就越少。 这一方面会直接通过侵蚀资

本方利润的途径降低其投资意愿; 另一方面也会通过阻碍企业留存收益积累的途径而

影响其内部融资能力, 资金短缺的资本方对引进高端技术、 先进设备以及优秀的管理

人才或者自主研发新技术、 新产品的投入势必不足, 会使企业逐渐丧失竞争力。
已有文献认为外资进入会通过工资溢出、 技术溢出或技术挤出效应影响东道国

本土企业的人均工资和人均产值。 因此, 外资进入对东道国本土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

影响方向就取决于其对东道国本土企业人均工资与人均产值的净影响。 综上所述, 如

果本文提出的假说 1 和假说 2 都成立, 那么, 如下所示的假说 3 也必然成立。
假说 3: 如果外资进入的正向工资溢出和负向技术挤出效应并存, 外资进入就

会引致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上涨。

二、 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 199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由于该数据库存在部分数

据记录缺失、 遗漏和错误等问题,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通常需要进行数据筛选。 本文

删除了从业人数少于 8 人或年主营业务收入少于人民币 500 万元的企业, 工业总产

值、 工业销售产值、 工业增加值、 年度应付职工薪酬、 固定资产原价和净值小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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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 0 的企业, 年度应付职工福利费、 中间投入小于 0 的企业, 以及本年折旧大于

累计折旧、 资产不等于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和、 流动资产大于等于总资产、 固定资

产大于等于总资产和注册时间在公元 1600 年之前的企业。 为使样本企业的行业范

围仅限于制造业, 本文删除了采矿业, 废弃资源和材料回收加工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企业。 此外, 本文使用 《中国统计年鉴》 中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的价格指数对所有以货币度量的名义价格变量进行了消胀处理, 以剔除

通货膨胀因素对实证研究结论的潜在干扰。 最后, 为控制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

响, 还将计算所得的企业单位劳动成本数据进行了上下各 1%的缩尾处理。
本文为了分析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影响, 设定

计量模型如下:
ULC ijkt =α0 +α1 ×FDI_sharejk,t-1 +α2 ×∑X ijk,t-1 +∑γ j+∑γk+∑γt+εijkt

 

　 　 　 　 (1)
其中, 下标 i、 j、 k、 t 分别代表企业、 行业、 地区、 年度。 被解释变量 ULC 为

i 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 (ULC = 企业人均工资① / 企业人均产值②), FDI_share 为外

资进入强度③。 ∑X 为控制变量向量, 包含 j 行业 k 地区的赫芬达尔指数 HHI④、 企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 lp_ tfp)⑤、 资本密集度 ( In_pck)⑥、 雇佣规模 ( In_worker)、
负债率 (debtratio)⑦、 年龄 (In_age)、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 statedum)、 出口虚拟

变量 (exdum)、 政府补贴虚拟变量 ( subsidydum) 以及新产品在售虚拟变量 (new-
produm)。 ∑γ j、 ∑γk 和∑γt 分别为行业、 地区和时间虚拟变量向量, εijkt 为随机

误差项。 此外,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外资进入强度对中国本土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影

响, 因此在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样本不包含外资企业。
显然, 由于不可避免的测量误差、 遗漏变量等问题, 式 (1) 可能存在一定的

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如下方式处理: 第一,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外资进入强度

(FDI_share) 为行业—地区汇总型变量, 没有理由认为其和被解释变量单一企业的

单位劳动成本 (ULC) 之间存在严重的反向因果关系。 参考 Bernard 和 Jensen

4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2020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部分年份 (2004 年之前和 2008 年以后) 的职工福利、 养老保险、 医疗保

险、 劳动待业保险、 职工教育费、 工会经费、 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等数据缺失, 为使样本期间内统计口径

一致, 本文未将其纳入劳动成本的范畴。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 2008 年和 2009 年并没有报告职工工

资数据, 所以本文实证分析中所使用数据的时间跨度是 1998—2007 和 2010—2013 年。
更理想的测度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方式应该是使用人均增加值作为分母, 但由于 2008—2009 年和

2011—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未汇报工业增加值数据, 所以本文以人均工业产值进行替代。 需要强

调的是, 当把样本时间跨度局限于 1998—2007 年, 并使用人均增加值数据来计算企业单位劳动成本并进行实

证分析, 也没有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外资企业主要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这两个市场上和东道国企业相互竞争。 因此, 本文分别对劳动

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外资进入强度进行了计算。 劳动力市场: FDI_sharejkt =外资企业的雇佣规模 jkt / 劳动力

市场总规模 jkt
 ; 产品市场: FDI_sharejkt =外资企业的销售规模 jkt / 产品市场总规模 jkt。

本文的 HHI 指数也是分别基于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 在城市、 省级两个区域层级, 以国民经济 4 分

位行业分类标准计算得出的。
本文采用 Levinsohn-Petrin (2003) 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总资产 / 企业雇佣人数。
企业负债率=企业负债 / 企业总资产。



(2004) [18]
 

的方法, 本文将式 (1) 中的所有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 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因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 本文还借鉴 Nunn 和

Qian (2014) [19]
 

的思路为核心解释变量外资进入强度 (FDI_share) 构造了工具变

量, 使用 2SLS 方法进一步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 以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二, 本文在式 (1) 中同时控制年度、 行业、 地区的多维固定效应, 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解决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 对于外资进入强度变量可能存在的

测度误差问题, 本文同时使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两种外资进入强度测算方法,
对城市和省级两个地区层面的数据进行测度, 可以进一步确保结果的稳健性。 第

四, Moulton (1990) [20]
 

指出使用加总的宏观经济变量对微观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可能会引致回归标准误下偏。 因此, 本文在所有回归中均使用了地区层面 (分城

市、 省级两级) 的聚类 (cluster) 稳健标准误①。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为式 (1) 的 OLS 回归结果。 由表 1 可知, 不论是在城市层面还是省级层

面,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外资进入强度 (FDI_share) 的系数都高度显著为正, 即

外资进入强度越高, 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 (ULC) 就越高, 即外资

进入引致了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的竞争力弱化, 本文提出的假说 3 得到了初步验

证。 但是, 关于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引致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上涨的具

体原因, 还需要进行更加详尽的理论机制检验才能做出准确判断。

表 1　 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ULC

劳动力市场

城市层面 省级层面

1 2 3 4 5 6

FDI_share 　 　 　 0. 0028∗∗∗　 　 　 0. 0027∗∗∗　 　 　 0. 0030∗∗∗　 　 　 0. 0018∗∗∗　 　 　 0. 0016∗∗∗　 　 　 0. 0025∗∗

(2. 98) (2. 75) (3. 33) (2. 83) (2. 79) (2. 21)
N 766 431 766 221 766 267 1 136 263 1 136 207 1 136 181

固定效应
年度+城市

+行业
城市×年度

+行业
行业×年度

+城市
年度+省份

+行业
省份×年度

+行业
行业×年度

+省份

R2 0. 42 0. 43 0. 42 0. 40 0. 39 0. 41
注: 括号中为 t 值;∗∗

 

p<0. 05,∗∗∗
 

p<0. 01; 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期值, 并在城市和省级层面使用了聚类稳健
标准误; 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备索。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替代变量法

仅依靠劳动力市场数据, 以外资企业雇佣劳动力规模在当地同行业企业中所占

份额来测度外资进入强度可能会存在测度偏误的问题, 不能准确衡量外资企业的市

5

《国际贸易问题》 2020 年第 2 期 经贸论坛

①为了在地区层面 (城市、 省级) 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 本文删除了在样本观测期间内所在地不在同一

城市和同一省份的样本企业。



场势力。 因此, 为保障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还基于产品市场数据重新计算了外

资企业产品销售额占当地同行业企业产品销售总额的份额, 来重新定义外资进入强

度。 表 2 汇报了基于产品市场数据计算的外资进入强度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

果, 对比表 1 和表 2 可知, 外资进入强度 (FDI_share) 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

水平均保持高度一致, 即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稳健性。

表 2　 基于产品市场替代数据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ULC

产品市场

城市层面 省级层面

1 2 3 4 5 6

FDI_share 　 　 　 0. 0074∗∗∗　 　 　 0. 0074∗∗∗　 　 　 0. 0077∗∗∗　 　 　 0. 0041∗∗　 　 　 0. 0044∗∗∗　 　 　 0. 0052∗∗∗

(8. 87) (9. 16) (9. 01) (2. 39) (2. 82) (3. 05)
N 766 431 766 221 766 267 1 136 263 1 136 207 1 136 181

固定效应
年度+城市

+行业
城市×年度

+行业
行业×年度

+城市
年度+省份

+行业
省份×年度

+行业
行业×年度

+省份

R2 0. 42 0. 43 0. 43 0. 40 0. 40 0. 41
注: 同表 1。

2. 工具变量法

在表 1 中本文采用将所有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的方式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 但由于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仍可能与当期误差项相关, 所以这种做法可能无法

较好地消除内生性偏误。 因此, 本文进一步借鉴 Nunn 和 Qian (2014) 的思路, 使

用中国各城市与海岸线距离的倒数① (1 / ln_seadistk, 与内生变量个体变化相关) 与

中国各 4 分位行业的外资进入强度 (FDI_sharejt, 与内生变量时间趋势相关) 的交互

项 (IVjkt =FDI_sharejt / ln_seadistk),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外资进入强度 (FDI_sharejkt)
的工具变量。 这一工具变量的优点在于: 第一, 各城市与海岸线距离的倒数 (1 / ln
_seadistk) 变量为非时变的地理环境变量, 外生性较强, 且一般而言, 距海越远的

内陆城市其进行国际贸易的成本越高, 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越小, 当地各行业的外

资进入强度越低, 所以 1 / ln_seadistk 与 FDI_sharejkt 应该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第

二, 中国各 4 分位行业的外资进入强度 (FDI_sharejt) 变量为内生变量外资进入强

度 (FDI_sharejkt) 在 “城市” 维度取的均值, 其代表了中国各 4 分位行业引进外

资的时间趋势, 其必然与 FDI_sharejkt 高度正相关。
如表 3 所示, 第 (1) 列和第 (3) 列中的 2SLS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

量 (IV) 与内生变量 (FDI_share) 高度正相关, 且第 (2) 列和第 (4) 列中的

K-P
 

rk
 

Wald
 

F 统计量都大于 10%偏误水平下的 F 统计量临界值 16. 38, 说明本文

的工具变量设计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表 3 第 (2) 列和第 (4) 列 2SLS 第二

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 本文的实证研

究结论依然高度稳健, 不论是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产品市场上, 外资进入强度越

高, 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越高, 外资进入引致了中国本土同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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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使用 Arcgis 软件测算各地级市的地理中心点至中国东部海岸线的最短直线距离, 并取自然对数。



业的竞争优势显著弱化。

表 3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劳动力市场—城市层面数据 产品市场—城市层面数据

FDI_share ULC FDI_share ULC
(1) (2) (3) (4)

FDI_share 　 　 　 0. 0172∗∗∗ 　 　 　 0. 0278∗∗

(3. 78) (2. 39)

IV 　 　 　 0. 4391∗∗∗ 　 　 　 0. 4305∗∗∗

(6. 58) (4. 62)
N 1 405 097 666 508 1 406 362 666 508

K-P
 

rk
 

Wald
 

F 统计量 19. 63 20. 87

R2 0. 48 0. 39 0. 43 0. 43

注: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行业 × 年度 + 城市固定效应, 并在城市层面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 p <
0. 05,∗∗∗ p<0. 01。

(三) 理论机制检验

1. 外资进入的技术溢出与工资溢出效应检验

由于企业单位劳动成本变量 (ULC) 为人均工资 ( ln _pcwage) 和人均产值

(ln_ pcoutput) 的比值, 因此, 通过分析外资进入强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人均工资

和人均产值的影响, 便可以对外资进入强度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理

论机制进行初步分解。 此外, 部分文献认为, 东道国企业能否享受到外资进入带来

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技术水平与行业前沿企业技术

水平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多大 (Girma, 2005[21]
 

; Crespo
 

and
 

Fontoura, 2007[22]
 

)。 因

此, 本文在研究外资进入强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人均产值的技术溢出效应时, 也将

这种技术差距 ( tfpgap)① 及其与外资进入强度的交互项加入了回归模型。 同理,
本文在研究外资进入强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人均工资的溢出效应时, 也将企业自身

工资水平与行业前沿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工资差距 (wagegap) 及其与外资进入强

度的交互项加入了回归模型, 具体计量模型如式 (2) 和式 (3) 所示, 回归结果

见表 4。
ln_ pcoutputijkt =β0 +β1 ×FDI_sharejk,t-1 +β2 ×tfpgapijk,t-1 +β3 ×FDI_sharejk,t-1 ×　 　 　 　 　

　 　 　 　 　 tfpgapijk,t-1 +β4 ×∑X ijk,t-1 +∑γ j+∑γk+∑γt+εijkt
 　 　 　 　 　 　 　 　 (2)

ln_ pcwageijkt = δ0 +δ1 ×FDI_sharejk,t-1 +δ2 ×wagegapijk,t-1 +δ3 ×FDI_sharejk,t-1 ×　 　 　 　 　
wagegapijk,t-1 +δ4 ×∑X ijk,t-1 +∑γ j+∑γk+∑γt+εijkt　 (3)

由表 4 可知, 在人均工资决定方程中, 外资进入强度变量 (FDI_share) 的系

数高度显著为正, 但外资进入强度与工资差距交互项 (FDI_share×wagegap) 的系

数并不显著, 说明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中国同行业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工资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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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中, 企业与行业前沿的技术差距 ( tfpgap) 为企业自身 lp_tfp 与本地 (分城市、 省级两个层面)、
相同 4 分位行业中同年 lp_tfp 最高的企业之间的差距; 工资差距 (wagegap) 则为企业自身 ln_pcwage 与本地

(分城市、 省级两个层面)、 相同 4 分位行业中同年 ln_pcwage 最高的企业之间的差距。



效应, 且不论本土企业与当地同行业前沿工资水平的差距是大还是小, 都会受到外

资进入强度上升所带来的正向工资溢出效应, 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1 得到了证实。
对比来看, 在人均产值决定方程中, 外资进入强度变量 (FDI_share) 的系数高度

显著为负, 说明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中国同行业企业不仅不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

应, 反而存在负向的技术挤出效应, 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2 也得到了证实。 此外,
外资进入强度与技术差距的交互项 (FDI_share×TFPgap) 系数高度显著为正, 这

说明企业与本地区同行业前沿技术水平的差距越大, 企业人均产值水平受外资进入

强度上升所带来的负向影响越小。

表 4　 人均工资及人均产值方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_ pcwage

 

&
 

ln_ pcoutput

劳动力市场

人均工资决定方程 人均产值决定方程

城市层面 省级层面 城市层面 省级层面

(1) (2) (3) (4)

FDI_share 　 　 　 0. 0087∗∗ 　 　 　 0. 0072∗∗ 　 　 　 -0. 1911∗∗∗ 　 　 　 -0. 2126∗∗∗

(2. 34) (2. 23) ( -5. 96) ( -3. 33)

wagegap
-0. 2488∗∗∗ -0. 3183∗∗∗

( -21. 93) ( -19. 79)

FDI_share×wagegap
-0. 0199 -0. 0115

( -0. 68) ( -0. 48)

TFPgap 0. 0125∗ 0. 0215
(1. 90) (1. 51)

FDI_share×TFPgap 0. 0988∗∗∗ 0. 1049∗∗∗

(5. 36) (3. 40)
N 766 268 1 136 183 890 038 1 299 041

固定效应
行业×年度

+城市
行业×年度

+省份
行业×年度

+城市
行业×年度

+省份

R2 0. 46 0. 47 0. 63 0. 63

注:∗
 

p<0. 1,∗∗
 

p<0. 05,∗∗∗ <0. 01。

2. 基于企业 TFP 异质性的外资进入技术挤出效应再检验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会对中国同行业企业产生正向工资溢出效应符合预期。 然而

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中国同行业企业存在负向的技术挤出效

应, 这一结果与我国引进外资战略的预期目标并不相符。 因此, 有必要对外资进入

强度上升为何会对中国同行业企业的人均产值造成负向技术挤出效应进行更进一步

的分析。
由于表 4 中的交互项 (FDI_share×TFPgap) 系数高度显著为正, 这表明对于

在当地同行业中 TFP 水平最低的本土企业而言,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可能会给其带

来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 而对于那些在当地同行业中 TFP 水平最高的本土企业而

言,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给其带来的负向技术挤出效应更强。 为验证上述结论, 本文

将所有企业按照其所属的年度—城市—4 分位行业进行分类, 对其按照 TFP 水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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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4 组创建虚拟变量①, 并创建相应的分组虚拟变量与外资进入强度变量的交互项

(如 FDI_share×TFP0%-25%), 再用其对人均产值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基于企业 TFP异质性的人均产值决定方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_ pcoutput

劳动力市场—城市层面数据

人均产值决定方程

(1) (2) (3) (4)

FDI_share 　 　 -0. 1347∗∗∗ 　 　 -0. 0128 　 　 -0. 0179 　 　 -0. 0613∗∗∗

( -8. 35) ( -0. 87) ( -1. 21) ( -4. 07)

FDI_share×TFP0%-25% 0. 2509∗∗∗

(12. 40)

FDI_share×TFP25%-50%
-0. 0994∗∗∗

( -9. 25)

FDI_share×TFP50%-75%
-0. 1027∗∗∗

( -12. 21)

FDI_share×TFP75%-100% 0. 0656∗∗∗

(2. 81)
ln_ pcoutput / FDI_share 0. 1162 -0. 1122 -0. 1206 0. 0043

N 890 038 890 038 890 038 890 038

R2 0. 63 0. 63 0. 63 0. 63

注: 回归均控制了 4 分位行业×年度+城市固定效应, 并在城市层面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 p<0. 01。

由表 5 可知, 第 (1) 列和第 (4) 列中交互项 FDI_share×TFP0%-25%和 FDI
_share×TFP75%-100%的系数高度显著为正, 且人均产值 ( ln_ pcoutput) 对外资进

入强度 (FDI_share) 的偏导数都为正, 这表示对于 TFP 水平最低 (25%分位以

下) 和最高 (75%分位以上) 的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而言,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

其人均产值确实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同理, 由表 5 中的第 (2) 列和第 (3)
列回归结果可知,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仅对 TFP 水平居中 (25%分位—75%分位)
的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的人均产值存在负向技术挤出效应。

3. 外资进入技术挤出效应的中介机制检验

为了探明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挤出效应存在企业 TFP 异质性的内在机

制, 本文进一步使用 Baron 和 Kenny (1986) [23]
 

提出的 Sobel 中介因子检验方法,
对外资进入强度上升是否是通过产品市场份额挤占和劳动力市场竞争这两种机制对

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人均产值造成了负向技术挤出效应进行了检验。 首先, 本文以

企业市场份额 (mshare)② 作为第一个中介变量, 来检验外资进入强度上升是否通

过抢占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市场份额的途径, 引致本土企业人均产值下降;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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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 TFP0% ~ 25%是对在 t 年 k 地区 j 行业所有企业中 TFP 水平最低的前 25%企业取 1 值, 其他企业

取 0 值。
mshare=企业工业销售产值 / 当地同行业企业的工业销售总产值。



本文以企业平均工资增长率 ( laborcomp) ① 作为第二个中介变量, 来检验外资进入

强度上升是否通过与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争夺劳动力资源的途径, 引致本土企业工

资上涨和人才流失, 进而使其人均产值下降; 最后, 本文还通过在 Sobel 中介因子

检验模型中引入外资进入强度与企业 TFP 水平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的方式, 分析了

上述两种中介变量在不同 TFP 水平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中介效应。 具体结果如表 6
和表 7 所示。

表 6　 人均产值方程 Sobel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劳动力市场—城市层面数据

ln_ pcoutput mshare ln_ pcoutput laborcomp ln_ pcoutput ln_ pcoutput
(1) (2) (3) (4) (5) (6)

FDI_share 　 　 -0. 0511∗∗∗ 　 　 -0. 0204∗∗∗ 　 -0. 0143 　 　 0. 0188∗∗ 　 　 -0. 0502∗∗∗ -0. 0078
( -3. 51) ( -4. 22) ( -1. 03) (2. 18) ( -3. 27) ( -0. 54)

mshare 0. 9450∗∗∗ 0. 9490∗∗∗

(17. 72) (17. 36)

laborcomp
-0. 0171∗∗∗ -0. 0170∗∗∗

( -7. 57) ( -7. 53)
N 890 038 890 037 890 038 766 267 687 342 687 342
R2 0. 63 0. 36 0. 64 0. 43 0. 65 0. 65

注: 同表 5;∗∗ p<0. 05,∗∗∗ p<0. 01。

表 6 的第 (2) 列和第 (3) 列为企业市场份额 (mshare) 是否为外资进入影

响企业人均产值的中介因子检验结果: 在第 (2) 列中, 外资进入强度对企业市场

份额的回归系数高度显著为负, 表明外资进入强度上升确实会引致当地本土同行业

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 在第 (3) 列中, 企业的市场份额对企业人均产值的回归系

数高度显著为正, 因为企业市场份额越大, 其越能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企业也就越

有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效率, 人均产值自然就会越高; 与第 (1) 列回归结果

相对比, 第 (3) 列中外资进入强度对企业人均产值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 且系数

绝对值大幅下降, 这说明企业市场份额 (mshare) 在外资进入强度影响企业人均产

值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中介作用。
表 6 的第 (4) 列和第 (5) 列为企业平均工资增长率 ( laborcomp) 是否为外

资进入影响企业人均产值的中介因子检验结果: 在第 (4) 列中, 外资进入强度对

企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高度显著为正, 表明外资进入强度上升会引致当地

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平均工资增速加快, 即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竞

争, 迫使本土企业快速上调工资, 以防止劳动力流失; 在第 (5) 列中, 企业平均

工资增长率对企业人均产值的回归系数高度显著为负, 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企业平均工资增速加快会挤占企业用于研发创新、 购买设备等方面的支出, 显

然不利于企业的生产扩张; 与第 (1) 列回归结果相对比, 第 (5) 列中外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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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laborcompijkt =
 

pcwageijkt / pcwageijk,t-1 -1, 企业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夺人才的竞争越激烈, 企业的人均

工资增速就会越快。



强度对企业人均产值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和系数绝对值均出现下降, 说明企业平

均工资增长率 ( laborcomp) 也在外资进入强度影响企业人均产值的过程中起到了

中介作用。
表 6 的第 (6) 列为同时加入两个中介变量的人均产值决定方程, 此时外资进

入强度变量不再显著, 且 t 值和系数的绝对值都比第 (3) 列更小, 更接近于 0,
说明上述两种中介变量很好地描述了外资进入强度影响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人均产

值的具体机制。

表 7　 基于企业 TFP异质性的中介因子回归结果

中介变量 劳动力市场—城市层面数据

被解释变量 Y mshare laborcomp
序号 1 2 3 4 5 6 7 8

FDI_share 　 -0. 0259∗∗∗　 -0. 0137∗∗　 -0. 0221∗∗∗　 -0. 0338∗∗∗ -0. 0025 　 0. 0382∗∗ 　 0. 0309∗∗∗ 0. 0019
( -4. 77) ( -2. 50) ( -4. 74) ( -7. 17) ( -0. 13) (2. 39) (2. 86) (0. 13)

FDI_share×
TFP0%-25%

-0. 0632∗∗∗

(3. 19) ( -4. 33)
FDI_share×

TFP25%-50%
-0. 0175∗∗∗ 0. 0497∗∗∗

( -4. 69) (3. 89)
FDI_share×

TFP50%-75%
0. 0051 0. 0374∗∗∗

(1. 31) (3. 32)
FDI_share×

TFP75%-100%
0. 0599∗∗∗ -0. 0759

(5. 10) (-1. 39)
Y / FDI_share -0. 0096 -0. 0312 -0. 017 0. 0261 -0. 0607 0. 0879 0. 0683 -0. 0740

N 890 037 890 037 890 037 890 037 766 267 766 267 766 267 766 267
R2 0. 36 0. 36 0. 36 0. 36 0. 43 0. 43 0. 43 0. 43

注: 同表 5;∗∗ p<0. 05,∗∗∗ p<0. 01。

表 7 为引入了外资进入强度与企业 TFP 水平虚拟变量交互项的中介因子回归

结果。 由表 7 的第 (1) — (4) 列可知,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会通过增加产品市场

竞争, 显著挤占当地 TFP 水平居于中下位置 (75%分位以下) 的本土同行业企业

的市场份额, 但却有利于 TFP 水平最高 (75%分位以上) 的本土同行业企业市场

份额的扩张 (mshare / FDI_share>0)。 这表明外资企业主要与当地 TFP 水平居中

和较低的本土同行业企业争夺产品市场, 而 TFP 水平最高的本土同行业企业竞争

力较强, 并不会因为外资进入强度上升而丢失原有市场份额, 甚至还可以占领部分

被外资企业竞争淘汰掉的其他弱势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 由表 7 的第 (5) — (8)
列可知,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会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竞争, 显著提高当地 TFP 水平

居中 (25%-75%分位) 的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平均工资增速, 但却不会显著提高

TFP 水平最低 (25%分位以下) 和最高 (75%分位以上) 的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平

均工资增速。 这表明外资企业主要与 TFP 水平居中的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争夺劳

动力资源, TFP 水平最低的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劳动力能力可能较差, 不是外资

企业的争夺对象; 而 TFP 水平最高的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劳动力可能已经拥有了

较好的事业发展平台和薪资待遇, 很难被外资企业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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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本文发现: 第一, 对于在当地同行业中 TFP 水平最低的本土企业

而言, 一方面, 其基本在该行业最低端的市场生存, 而且劳动力质量也较差, 外资

企业与其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关系都较弱, 因此外资进入强度上

升不会对其造成非常明显的技术挤出效应; 此外, 由于人均产值基数较低, 这些企

业只要能从邻近的同行业外资企业那里学到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皮毛, 也有

可能会享受到外资进入带来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人均产值有可能会因此增加。 第

二, 对那些在当地同行业中 TFP 水平居中的本土企业而言, 一方面, 其与外资企

业之间存在直接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关系, 因此外资进入强度上升会直接

引致其市场份额萎缩和人才资源流失, 进而致使其人均产值下降, 遭受到较严重的

技术挤出效应。 第三, 对于在当地同行业中 TFP 水平最高的本土企业而言, 其与

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小, 甚至还有可能领先于外资企业, 因此其学习能力更

强,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会让其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并掌握外资企业带来的核心高端技

术或挖角到外资企业的高端人才等, 进而获得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 此外, 外资进

入强度上升引致 TFP 水平居中的本土企业市场份额萎缩甚至破产倒闭, 也有可能

会惠及这些 TFP 水平最高的本土企业, 让其市场份额顺势提升, 获得更大的规模

经济收益。
(四) 子样本回归分析

为研究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是否存在异质

性影响, 本文将所有企业按照其所属行业分类为劳动、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三类, 按

照其所在城市的规模分为大城市 (直辖市、 省会和计划单列市) 和中小城市两类,
按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类, 进行子样本分析。
此外, 本文还在子样本分析中将外资进入强度细分为了外国投资进入强度 (NHMT
_share) 和港澳台资进入强度 (HMT_share) 两类。 具体结果如表 8 所示。

由表 8 中的第 (1) — (3) 列回归结果可知,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劳动和技

术密集型行业本土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本

土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却没有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要

素的依赖度更低, 外资进入不会大幅提升其劳动力工资成本。 由第 4—5 列回归结

果可知,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位于中小城市的本土企业单位劳动成本有高度显著的

正向影响, 但对位于大城市的本土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正向影响显著性较差, 这可

能是因为大城市的 “劳动力蓄水池” 规模更大, 外资进入不会对大城市本土同行

业企业的用工产生明显冲击, 但中小城市的人才资源供给总量有限, 外资进入对本

土同行业企业优秀人才的 “掐尖式” 挖角, 会引致位于中小城市的本土同行业企

业陷入人才短缺困境, 生产效率显著降低且劳动成本快速上涨。 由第 (6) — (7)
列回归结果可知,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位于东部地区的本土企业单位劳动成本有高

度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对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本土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正向影响显著

性稍弱, 这可能是因为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

相对较少, 其较低的进入强度尚不足以对当地本土同行业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产生

显著冲击。 此外, 对比不同类型的外资进入强度回归结果可知,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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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带来的正向冲击主要来自于外国投资企业, 与

港澳台资企业关系不大, 这主要是因为外国投资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要远高于港澳

台资企业, 其对本土同行业企业中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更强, 而中国港澳台资企业在

内地普遍以代工厂的模式存在, 工资低、 劳动强度大, 用工主要集中于内地供给相

对丰富的低端劳动力, 因此港澳台资企业进入强度上升不会对内地同行业企业的单

位劳动成本产生显著冲击。

表 8　 子样本回归结果

U��U U��U U��U U��U U��U U��U U��U

UU

上述结论表明, 中国政府应该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过程中, 重点加强对属于劳动和技术密集行业、 位于中小城市和东部地区的

外国投资企业市场势力非正常扩张的监管力度, 依法打击垄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为本土企业创造竞争有序的良好成长环境。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199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分析了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对中国

制造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影响。 结果表明: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推高了中国制造业

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 这一方面是由于外资进入强度上升带来的正向工资溢出效应

推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人均工资,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外资进入强度上升通过产品

市场份额挤占和劳动力市场竞争两种机制带来的负向技术挤出效应, 拉低了中国制

造业企业的人均产值。 此外, 分行业子样本回归结果显示, 中国位于东部地区、 中

小城市, 属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单位劳动成本受外资进入强度上升的冲

击更显著, 且外资进入强度上升给中国本土同行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造成的正向冲

击主要来自于外国投资企业, 而不是中国港澳台资企业。
外资进入强度上升推高中国制造业企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原因是双重的。 针对其

给中国制造业企业带来的正向工资溢出效应, 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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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劳动力生活成本快速上涨等多重外部束缚下, 对中国政府部门而言, 短期内没

有十分有效的政策措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但针对其给中国制造业企业带来的负向

技术挤出效应, 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外资引进政策的方式, 防止外资企业在我国

市场势力的非正常过度扩张。 中国各级政府部门要避免盲目追求引资规模等量化业

绩指标, 要在对外开放中做到有序开放, 在借助外资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要

给中国本土企业向高端产业和产业内的高端工序转型升级留出充足的发展空间。 此

外, 中国各级政府在制定引资政策时, 仍要着重促进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同行业企

业之间开展合作, 通过促进外资企业生产网络、 人才培养体系等的本土化, 挖掘外

资企业对中国同行业企业正向技术溢出的潜力, 让引进外资战略切实为巩固和增强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而服务, 利用外资加速建设 “制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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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ing
 

the
 

1998-2013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level
 

data,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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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proves
 

that
 

the
 

rising
 

FDI
 

intensity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unit
 

labor
 

cost
 

of
 

Chinese
 

local
 

firms,
 

and
 

its
 

mainly
 

due
 

to
 

two
 

reasons:
  

The
 

rising
 

FDI
 

intensity
 

has
 

positive
 

wage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per-capita
 

wage
 

of
 

Chinese
 

local
 

firms;
 

The
 

rising
 

FDI
 

intensity
 

has
 

negative
 

technology
 

crowding-out
 

effect
 

on
 

the
 

per-capita
 

output
 

of
 

Chinese
 

local
 

firms,
 

through
 

the
 

product
 

market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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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s.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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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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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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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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